
试论中华文化传统与当代城市文化生态建设

一、传统文化生态之“多元通和”性特点

“文化生态”（Cultural Ecology）的概念源于以斯图尔德为代表的美国文化生态学派[1]，指“由构成

文化系统的诸内、外在要素及其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生态关系，以及维护文化生态生存、绵延的根本律

则与运行机理”[2]。当然，与美国文化生态学派主要关注“人类文化与其所处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的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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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生命典范”的文化类型。如果说中国传统

生命文化的精神在于万物生生与共，则“多元通和”的文化生态可以看作是万象共生之中国

传统文化精神的具体展开与呈现。“多元通和”观体现出一种文化自觉，它肯定文化之间的

不同，并在此基础上推动文化之间的多源性综合与多样性互动，最终促成了中华“文化的共

生体”的生成。

在城市化这一当代中国深刻的社会文化变迁的历史进程中，作为城市共生精神的具体

呈现，健康可持续的城市文化生态建设已经刻不容缓。在多元通和、美美与共的基础上将

中华文化与内外文化打通、互补、共进，是新时期文化自觉的表现，它有助于我们博采众长，

更好地着眼于城市现实问题的研究与创造，也有助于我们和传统更加深刻地相互理解，和

世界共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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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国人类学家斯图尔德（Julian H. Steward，1902-1972），是新进化论的代表之一，他提出“多线进化论”和文化生

态学，首次把生态学应用于人类文化的研究。他重视文化对环境的适应，和由此形成的多样性，认为这些各有其核心

属性的不同类型的文化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进化顺序，它们是平行发展的。转引自：牟钟鉴：《宗教文化生态的中国

模式》，见牟钟鉴：《探索宗教》，〔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版，第94页。

[2]李翔海：《中国哲学文化生态模式的理论特质及后现代意义》，〔北京〕《中国哲学史》200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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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关系”[1]有所不同，此处所提到的“文化生态”，则从文化生命即文化系统作为一种有机一体的生命

系统的视角出发，更侧重于考察文化与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模式，这包含两层意思。首先，文化是一

种生命现象，“有自己生存和发展的环境、条件，有自身的内在秩序和规律”[2]。其次，千姿百态的文化

汇聚一道，相互依存、彼此影响、以各种“文化群、文化圈、文化链的形式互相关联成一张动态的生命

之网”[3]。

历史地看，作为一种典型的“生命即本体即真实”[4]，即以“生命典范”[5]为基本范式的文化类型，中

华文化的传统根源于“万物有生”而来的“万物生生”的生命信仰，所谓“天地之大德曰生”（《易传·系

辞下》），“天地之所贵曰生”（扬雄《太玄·大玄文》）。这种生命信仰落实于现实世界之中，则展现为一

种“万象共生”的文化精神，儒家谓之“仁爱”，道家谓之“道德”，佛家谓之“慈悲”。“万象共生”的文化

精神如果更进一步具体到社会文化生活和实践的层面，则体现为一种“多元通和”的文化生态模式与

格局[6]。换言之，“多元通和”的文化生态可以看作是中国文化精神的具体展开与呈现。

中国传统文化生态“多元通和”的概念由学者牟钟鉴在费孝通先生的观点基础上提出。所谓“多

元通和”，首先体现在肯定文化之间的“不同”，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文化与文化的“多源性综合，多样性

互渗”[7]。中国文化传统一向注重文化的多元差异性与多样互补性，认为“不同”乃是万物生发的根

本。在西周末年著名的“和同之辩”中，史伯首次区分了“和”与“同”的概念，指出“和实生物，同则不

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国语·郑语》）。简而言之，就是

“只有参差不齐，各不相同的东西，才能取长补短”[8]，协调并进，产生新的事物并不断发展；而“如果把

相同的事物放在一起，就只有量的增加而不会发生质的变化，就不可能产生新事物”[9]，事物的生机也

会因此遭到窒息。此后孔子集先人之大成，提出“和而不同”，这成为日后中国主流文化精神的底色。

由“和而不同”出发，文化中华进一步挖掘其文化与文化之间的“相通性精神”[10]，并最终成就了人

类文化史上“多元通和”文化生态的典范之作。浸润于“多元通和”的模式之中，“中华文化从开始即

表现为多元发生与不断汇合、沟通，在交渗中分化创新，既保持其发展的多样性，又保持其共生的和

谐性，同时在保持民族文化主体性连续性的前提下，以开放的姿态、宽厚的心胸”[11]，不断融汇外来文

化，不仅允许它们有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与本土文化和平共处、对话合作，而且注重彼此互通有无、互

动互促，这些都使得中华文化体系成为一类个性鲜明、姿态万千而又稳健成长的“文化的共生体”。

多元通和的中华文化生态模式亦是“人类的珍贵文化资源”[12]。在多元通和的视野中，文化间的

[1]〔美〕斯图尔德（Julian H. Steward）：《文化变迁的理论》（theory of culture change: the methodology of multilinear evo⁃
lution），张恭启译，〔台北〕远流出版社1989年版。

[2]戢斗勇：《文化生态学论纲》，《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

[3]方李莉：《文化生态失衡问题的提出》，《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

[4]朱良志：《中国艺术的生命精神》，〔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

[5]所谓“生命典范”的基本范式，即自觉地把天地宇宙以及万物均看作是类人的存在、有生命的存在。见：李翔海：

《中国哲学文化生态模式的理论特质及后现代意义》，〔北京〕《中国哲学史》2004年第2期。

[6]牟钟鉴/主编：《宗教与民族》（第六辑），〔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版，第52页。

[7][11][12]牟钟鉴：《中国宗教文化的多元通和模式》，参见牟钟鉴主编：《民族宗教学导论》，〔北京〕宗教文化出版

社2009年版，第278页，第278页，第278页。

[8]乐黛云：《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远近丛书〉序》，汤一介、乐黛云等：《远近丛书》（第一集），上海文化出版社、

法国Desclee de Brouwer出版社2000年版。

[9]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90页。

[10]曹兴：《民族宗教和谐关系密码：宗教相通性精神中国启示录》，〔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57页。

-- 213



试论中华文化传统与当代城市文化生态建设

和解、共生与共进绝非乌托邦式的主观幻想，而是文化发展过程的“实在动能”[1]。因为各类文化“作

为人类文化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都具有自身的价值，为维护整个人类文化的完整性而发挥着自己

的作用”[2]。它们仿佛园中百草，看上去参差不齐，姿态各异，却相互映照，由此成就了一个生意盎然

的“文化的百花苑”[3]；它们又好似哺育人之五谷杂粮、山珍海味，表面上有粗有细，实际上都是天精地

华，各有妙用，共同造就着一个个顶天立地的灵动生命。如果百花园中只有一枝独秀，那么花园很快

就会荒败；如果人只食肥膏厚腴，那么不久也将因偏补而衰亡。

二、“多元通和”与城市文化生态

打造“城市精神”俨然已经成为时下城市化中国的一股文化热潮。哲学地看，城市精神指城市文

化生命最精微的内在动力和思想基础，以及足以指引和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思想和基本观

念。正如城市学家齐康先生所言，“城市精神是一个城市的灵魂”[4]。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对“城市精

神”这样一个富有生命意蕴的人格化概念的接受和讨论，反映出人们对城市本质和城市文化模式的

反思与再认，亦体现出对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共生理想的追寻。

包容、厚德、创新等等语汇的提炼与提出，都带有一种城市共生精神的意蕴。而中国传统文化生

态思想给予我们的启示是：城市共生精神的立足点，在于营造多元通和的城市文化生态，因为人类社

会共生精神的本意，即在于“同异质文化的共存”[5]。也就是说，共生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而是“在本

质上是向异质者开放的社会结合方式，是相互承认不同生活方式的人们之自由活动和参与的机会，

积极地建立起相互关系的一种社会结合”[6]。

构建多元通和的城市文化生态模式，一方面要保护城市文化的多样性，因为多样性是“城市文化

发展的动力”[7]；一方面则要鼓励不同文化之间的“彼此沟通，彼此学习”[8]。因为只有互通有无才能促

进城市文化的创造力。只有这样，城市不同文化才能“长期共存，不仅能够和平共处，还可以互相学

习与合作，形成多样性共生的文化生态”[9]，共同成为城市文化生命力和创造力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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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特性”[1]。这种多样性愈是丰富，文化与文化之间的互促性和补位性也就越强，整

个文化生态的稳定性、繁荣性和资源可利用性就越好，它承受内外干扰和压力的能力相应地也就越

大。反之，“除却了人类的多样性，可能到最后会付出源源不绝的代价”[2]。

现代城市文化“趋同现象”[3]的危机已经让我们真切地体会到了这种代价。在全球城市化的大背

景下，随着全国城市化的热浪而至的，是单一的现代工业文化、经济至上文化、消费主义文化和精英

文化对传统民族文化、地域文化、民间文化、大众文化的侵蚀。“许多城市都用‘现代化’这个单一体系

取代中国文化在数千年文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传统文化、地域文化和文化多样性。”[4]

采用大规模流水线生产方式的“文化城市化”[5]运动甚至使许多最偏远的民族地方文化也难逃被

标准化的“现代都市文化”同化的命运。于是，我们看到曾经“跨越河流和山脉，构成民族界限”[6]，作

为“民族文化样式”[7]标志的丰富多彩的民族地方语言，以惊人的速度在城市中，甚至在民族中心城市

中衰退，许多地方族群的年轻后代甚至已经不会讲本族话[8]。于是，我们看到沿海平原的房子式样被

简单地搬到雪域圣城拉萨，而回族自治区首府银川的城市里则找不到代表伊斯兰风格的建筑[9]……

还有许多作为地方“精神空间和艺术语言”[10]的，带有浓郁地域特色的文化建筑被野蛮地拆毁或“文

明”地切割迁移，同时再摆上几个半新不旧的仿古物，或采挖移植回几棵古树以资装点，强充“城市特

色”。于是，我们看到大江南北，甚至最偏远的城市中，也都充斥着逐奢、拜金的消费主义文化的浮躁

风气，一座座本应服务于广大市民的“人居城市”，却被打造为满足少数“精英”们“品味生活”的“富人

居城市”[11]。

可见，保护城市文化的多样性，正当其时，且时不我待。为了重现我们城市鲜明的文化个性，不

再重蹈“城市特色危机”[12]，我们不能再盲目地破坏历史积淀而成的城市文化原生态，从而“使地域文

化特色面临灾难性破坏，甚至使一些文化品位极高的历史文化名城也向毫无特色的城市行列滑去”[13]。

为了守卫我们城市文化生命的健康、和谐与安全，保卫“作为每一个独立‘个体’的市民发表不同意见

的自由”和属于每个人的文化、信仰空间，真正实践以人为本的文化精神，我们需要“放弃唯我独尊，

[1][2]〔美〕基辛：《当代文化人类学》，〔台北〕巨流图书公司 1980年版。转引自方李莉：《文化生态失衡问题的提

出》，《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

[3][4][6][7][9][10][13]单霁翔：《城市文化与传统文化、地域文化和文化多样性》，〔南昌〕《南方文物》2007年第2期。

[5]“文化城市化”的倾向是前现代以国家、地域为载体的民族文化经过几个世纪的角力、碰撞和融合的结果。而这

种结果正在为我们所经验：一方面，城市经济发展为我们创造了一个规模巨大、内容丰富的城市性文化市场；另一方

面，迅猛发展的技术为我们搭建了城市性文化交流的物质载体，提供了一整套用于信息传播的基础设施。在这种情况

下，文化非本土内的齐一性惊人地显露出来。我们可能崇拜同一个文化偶像，向往同一个旅游城市，穿同一种品牌的

服装，喝同一种软饮料。我们为同一个文化主题激动或者焦虑。我们能切身地感受到，由于发达的电信、广播、交通设

施，文化流动所覆盖的区域与达到的频率在历史上都是空前的，而人们对文化形象、文化符号的价值认同也变得前所

未有的整齐划一。见林庆、李旭：《城市化进程与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生存前景》，〔昆明〕《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8]调查结果表明，壮族移居城市后，仅仅到了第二代，就已有50%的人不会说本民族语言了；到了第三代，又会有

剩下部分一半左右的人不会说本民族语言。如此看来，壮话在城市的衰退速度实在是非常惊人。见韦东超：《城市化

视野下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与民族意识——以广西百色市壮族为例》，〔贵阳〕《贵州民族研究》2004年第4期。

[11]钟雅琴：《城市发展与文化生态多样性建构》，〔北京〕《中国文化报》2010，01（08）。
[12]侯正华：《城市特色危机与城市建筑风貌的自组织机制——一个基于市场化建设体制的研究》，博士学位论

文，〔北京〕清华大学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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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和平共处，相互尊重”[1]的健康心态面对他者的文化选择。为了保障我们城市文化生命发展的可持

续性，我们需要尊重城市文化演化的自然性和规律性，保护城市文化生态园的基因丰富性，因为“一

种文化如同一种基因，多基因的世界具有更大的发展潜力”，而“多样性的价值不仅在于丰富了我们

的社会生活，而且在于为社会的更新和适应性变化提供了资源”[2]。

所以，保护城市文化生态多样性的关键在于放弃“驱异为同”的文化幻想和文化强权，在于承认

不同文化多线进化和多样共生的客观事实，在于理解不同文化都具有独特的价值，都有“保持自身的

必要”[3]。

2.“会通、和会”[4]：通和性与城市文化的创造力

多元通和的文化生态模式所鼓励的文化多样性与文化孤立主义有本质的不同。“文化孤立主义

忽视历史上不同文明和文化间的积极互动关系，片面强调保存自己文化的独特性,顽固地认为不同

文明和文化间具有一种‘不可通约性’。因此，为保护‘未被污染’和‘原汁原味’的本土文化，不加区

别地反对所有的外来文化，将自己与外部世界完全隔离，自我孤独。”[5]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曾指出：

“人类的历史证明，一个社会集团，其文化的进步往往取决于它是否有机会吸取邻近社会集团的经

验。一个社会集团所获得的种种发现可以传播给其他社会集团；彼此之间的交流愈多样化，相互学

习的机会也就愈多。”[6]

城市文化生命要可持续，除去多元包容的基础，还需要创造、创新的动力，二者不可偏废。当前，

创新俨然已经成为城市文化建设的时代使命，甚至城市精神的重要组成，因为现代城市作为一个复

杂的生命巨系统，其“错综复杂的现实问题，不是某一种传统，或某一种现成的近代理论、方法、途径

所能得以解决的，我们必须在这五彩缤纷的世界遗产中广泛地汲取营养，在比较文化中认识和发展

自己，博采所长，取其所需。更重要的是融会贯通，立足于创造”[7]。

历史证明，“中华文化创造力的强弱与多元文化的频繁交流、密切互动紧紧相连”[8]。因此，当代

中国城市文化的创造、创新，其要也首先在于通贯古今，融会中西，通和万物，方能推陈出新，方能返

本开新。否则，只有“多元”而无“通和”，则文化易陷入狭隘，因为“在一个封闭的系统中，不可能产生

伟大的文化创造”[9]。

城市文化之“会通和会”，需要推动古今中外文化间的交流、对话和学习，如此才能做到“上下通、

内外通、人我通”[10]。就文化之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而言，有了“通和”的文化意识，我们就不会陷入传统

与现代二元对立的文化窘境，而是会以感通与体贴的态度去探寻民族文化生命的来源与发生，去考

[1][3]游斌：《多元通和、经典互读，促进宗教间对话——与中央民族大学资深教授牟钟鉴先生的访谈》，〔北京〕《中

国民族报》2011，10（11）。
[2]郑园园：《尊重文化多样性》，〔北京〕《人民日报》2005，10（23）。转引自单霁翔：《城市文化与传统文化、地域文化

和文化多样性》，〔南昌〕《南方文物》2007年第2期。

[4]“会通”一词出自“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观其会通”（《易传·系辞上》），有“融会贯通”之意；“和会”一词则多见于

佛教入华后的传译经典之中，有“和合、融会”之意。如北齐那连提耶舍（490-589）译《月灯三昧经》中“有声音以思想

故，同思想以和会故”。总的来说，“会通”与“和会”之用法，大同而小异。

[5][8][9]单霁翔：《城市文化与传统文化、地域文化和文化多样性》，〔南昌〕《南方文物》2007年第2期。

[6]鲍宗豪：《文化国际大都市的价值追求》，〔上海〕《文汇报》2008，04（20）。
[7]吴良镛：《广义建筑学》，〔台北〕地景企业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版，第56页。转引自单霁翔：《城市文化与传统文

化、地域文化和文化多样性》，〔南昌〕《南方文物》2007年第2期。

[10]牟钟鉴：《宗教文化生态的中国模式》，见牟钟鉴：《探索宗教》，〔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版，第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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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民族文化生命的演化与发展，也就是对我们的文化传统做到“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

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1]。

越是深入地返本自知，我们就越能理解自身文化传统“在生存论层次上的边缘化，绝不意味着它

们在意义论层次上也一定会边缘化”[2]，因为“民族传统文化、传统生活方式所反映的精神信仰和生活

情趣，至今也还具有超越生存需要的人文价值”[3]；也就越能理解传统文化之多样性、多地域性的丰富

存在是对现代城市文化同质化、去地方化之通用主义单调性的积极矫正。

因此，“‘返本’与‘开新’不能分割，只有深入发掘传统文化的真精神，我们才能适时地开拓出文

化发展的新局面”[4]；才能使城市文化的自主创新不致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才能“加强文化转

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5]；才能使我们的城市文化获得

“面对新世纪的强大生命力”[6]。

就文化之本位与舶来的关系而言，有了“通和”的文化意识，我们就不会陷入“全盘西化”或“我族

中心”的文化偏执，而是会以欣赏与冷静的态度去对话、学习全球城市化时代五彩纷呈的全球城市文

化。因为在“美人以美”的文化审美中，我们理解到“每种文化构成了解释世界和处理与世界关系的

独特方式，世界是如此的复杂，以至于只有以尽可能多的角度来观察它，才能达到了解它和与它相处

的愿望”[7]。不仅如此，全球一体化相互依存的现实也告诉我们需要站在人类整体的高度来看待各种

文化，因为“全球不同地区的文化智慧、价值观念丰富了人类社会，结合本国本地区的实际情况，融

合、发扬不同的文化，为人类寻找一个美好的未来，这是我们考虑问题的基点”[8]。

因此，在以我为主，和而不同的基础上将中华文化与其他文化打通、融汇、互补，有助于我们博采

众长，更好地着眼于城市现实问题的研究与创造，有助于我们和世界更加深刻地相互理解、共同提

高。也只有这样，我们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9]的宏大创想才能成为一种真正可以得到实践的远大

理想。

〔责任编辑：天 则〕

[1][5]费孝通：《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些自白》，见费孝通：《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北京〕群言出版社2005年
版，第478页，第478页。

[2][3]林庆、李旭：《城市化进程与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生存前景》，〔昆明〕《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200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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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2004年版，第2页，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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